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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传播视角下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
虚拟组织参与

徐开彬　 何玉影

摘　 要: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是中国创业浪潮的中坚力量。 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出发,
通过参与式观察、主题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展开深入

研究。 研究发现,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表现出职能+区域+虚拟的多重组织架构特征,催生

了多元的组织参与形式及轻松的组织参与氛围。 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是小型互

联网创业公司的主要组织参与形式,技术性决策和利益性决策是主要的决策类型。 个人层

面上,习得性组织参与技巧是最直接的积极结果;组织层面上,组织参与对提高生产效率具

有积极效果。 此外,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极高,消解了组织参与的正式

性,重构了话语权体系,但也带来了矛盾。 因此,建议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厘清复杂的组织

架构,完善组织参与的相关利益保障,开展组织参与技巧培训活动。
关键词:组织参与;组织传播;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社交媒体使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8)03-0055-16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60004);武汉大学省部

共建人才引进项目(1104-600400001)

201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对中小企业进行了划分和规范。 《通知》将人员规模在 10 ~ 100 人

之间,营业收入在 50 万 ~ 1000 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互联网公司均划定为小型企业。 小型互联网创业

公司是中国创业浪潮的中坚力量,约占中国互联网创业公司总数的 65% [1] ,有着不同于传统企业、互
联网巨头公司的组织架构特征。 2018 年,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之下,中国互联网创

投圈迎来新一轮剧变,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需要把握时机,在存活的基础之上提高企业竞争力。
组织参与是企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参与类型。 良好的组织参与

不仅能促进企业组织民主氛围的营造,还能提高企业生产力与竞争力。 在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发展

的关键节点,本研究试图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切入,围绕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展开研究,并
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实质性的合理化建议。

一、文献综述

组织参与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管理学、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

组织参与展开了研究。 组织参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传播行为,亦是人际、群际间的动态互动。 现围

绕组织参与概念及形式、组织参与结果、组织参与中的决策类型、组织传播视角下的组织参与以及组

织中的社交媒体使用五个方面,对中西方相关理论文献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
(一)组织参与概念及形式

“组织参与(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概念的定义有很多种,取决于定义者对参与目的、参与



行为、参与主体等多个概念组成要件的看法与观点。 海勒(Heller)认为组织参与的概念大致包括以

下几种:一是组织内的群体沟通过程,参与者从员工到管理层都有涉及;二是强调授权,即员工在决

策中拥有更多的自由;三是将这一概念限定为正式的组织参与机制;四是既强调组织参与的沟通过

程,亦强调其可能带来的结果。[2]本研究选用维尔珀特(Wilpert)对“组织参与”概念的定义:“组织参

与指的是个人、组织、集体在决策中可能做出的各种行动,是主体通过自主选择维护自身利益的过

程。 组织参与包含多种形式,以个人为主体的直接参与(direct participation)和以代表团、相关机构为

主体的间接参与( indirect participation)等,不同的参与形式会带来不同的参与程度。” [3] 维尔珀特的

定义指出利益是组织参与行为的主要目的,拓展了组织参与主体的类型,强调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

的参与行为在维护利益上能力的差异。 他对组织参与的定义将这一概念的焦点从“作出决策”拉回

到利益相关方同决策结果的相互影响之中,揭示了参与过程中利益的博弈,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赛博德和西亚(Seibold & Shea)认为组织参与包括质量小组(quality circles)、工作生活质量项目

(Quality of work life programs)、员工自我管理团队(self-directed work teams)、员工持股计划(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等形式。[4]从组织参与概念中强调的主体-利益视角出发,西方学术界通常将

组织参与的形式划分为直接 /个人参与(或称非正式参与)和间接 /代表参与(或称正式参与)。[5]

直接 /个人参与大致可分为参与式管理、质量管理小组以及合法直接工作小组式参与三种形式。
其中参与式管理(或称参与式决策)研究文献数量大、历时长,是西方组织参与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方

向之一,研究者主要针对参与式管理的优势、限制和问题展开研究。[6,7] 在参与式管理中,参与机会、
领导人特质、参与过程中的工具使用、相关管理规则的制定与执行等因素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质量管理小组的概念则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英国,后来在日本和美国得到推广,在激发员

工主观能动性上颇具优势。[8]这一方向的研究者倾向于通过对比,分析质量管理小组在组织参与中

的优劣势,为企业管理提出策略和建议。 法国 1982 年劳工法改革( laws auroux)背景下的员工直接参

与可以称作是最典型的合法直接工作小组式参与[9] ,这一组织参与形式强调法律对员工参与权利的

保护和监督。
至于间接参与,心理学家试图探究符合它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对这种形式的参与行为进行概念

化定义,解释其成败的条件、结果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10] 由于代表团体的组织结构会对组织参与

形式产生影响,因此结构层面的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学者们普遍认同,代表团体成员

的寡头统治是伤害集体利益的主要威胁所在,他们认为权力分散、岗位轮换等措施能够减轻这种威

胁。 此外,跨组织研究也是间接 /代表参与研究的热门议题,迈尔斯和斯诺(Miles & Snow)针对企业

组织网络形式展开了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跨组织民主( inter-organizational democracy)的概念,但
他们研究发现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竞争压力推动了合作型组织网络形式的发展。[11]

(二)组织参与结果

组织参与会从不同的角度发挥功能,并产生相应的结果。 学者们通常从个人、组织、社会三个层

面对组织参与的结果展开研究。
在个人层面,满意度调查、个人发展研究是比较热门的两个研究方向。 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试图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参与行为和满意度之间的影响关系。 对于直接 /个人参与来说,实证研究的结果

表明参与和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有时甚至会出现负相关的结果。[7] 此外,部分欧洲学者认

为参与经验会对自我监督、自我认知和社会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参与意味着个体在组织中体

验目标导向的互动与表达。
在组织层面,学者们通常从组织氛围与形象、生产力与决策正确性两个方向展开研究。 但由于

围绕组织氛围的相关概念很难操作化,因此组织氛围与形象这一方向的研究相对冷门。[12] 海勒和维

尔珀特(Heller & Wilpert)的研究表明,管理层要求下属员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提

高决策的正确性,除此之外参与行为是能够改善组织运营、企业生产力的有效工具之一。[13] 在生产

·65· 　 2018 年第 3 期



力与决策正确性方向上,部分商业经济学研究者围绕着美国企业的案例,对参与行为同生产力之间

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14]

在社会层面,组织参与的“溢出效应”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 美国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

(Pateman)在她的研究中提到,人们在某一个生活领域中的参与行为会“溢出”到其他领域,因此个体

在组织中积极的参与行为最终会推动社会更加民主。[15] 但迄今为止,在这一方向上的实证研究相对

较少,这种促进作用究竟有多大尚待考证。
(三)组织参与中的决策类型

通常来说组织参与中的决策可分为两种类型,在不同的决策类型中,参与者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能力存在差异。[4,16]技术性决策是组织参与中的决策类型之一,从打印文件到整体的生产计划,技术

性决策与组织内进行的工作息息相关,间接地影响着参与者的利益。 组织参与中的另一种决策类型

是利益性决策,这种类型的决策会直接影响参与者的利益,诸如薪酬调整、职位升迁、员工假期安排

等。[17]员工通过这一决策直接分享组织成果,因此,利益性决策不仅关系到员工对所属组织的满意

程度,还会直接导致组织功能的变化。[16]

事实上,在组织实践中,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都需要知识的帮助,因此所有类型的工作中或多或

少都会存在一些信息元素,而非仅仅只有机械化工作的人。 因此有学者认为,组织成员影响决策能

力之间的差异可能来源于信息分配上的不同,也就是说,掌握组织运作所需的大部分、复杂的信息的

成员往往承担着更复杂、更具技术性的脑力劳动,从而使他们拥有了更强大的影响组织决策的能

力。[18]总的来说,技术性决策和利益性决策在实际操作中都与组织内的信息分配息息相关,且二者

之间相互依赖。
(四)组织传播视角下的组织参与研究

组织参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传播行为,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对组织参与展开研究不仅能够得到更

细致的结论,也能够为组织决策制定、组织民主、组织文化的增强提供合理化建议。
参与研究是组织传播学的重要议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工业

化国家中,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转变为以“参与”为主的工作关系及组织实践,[19] 这种转变导致了传

统企业管理形式的减少,以及员工参与决策程度的增强和形式的复杂化。[20]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

下,组织传播学者开始围绕着组织参与、员工参与决策等相关议题展开研究,其中组织参与的结果和

有效性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7,14,21]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同的组织参与形式会带来不同的参

与结果,试图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加以证明。 蒙格和米勒(Monge & Miller)认为传播是组织参与的形

成要件之一,传播行为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组织参与的形式和效果。[22] 在组织传播领域,
学者们普遍认为以质量管理小组为代表的组织参与形式能够对组织内的交流过程产生积极影响。
布奇(Buch)认为质量管理小组能够打破过去封闭、单一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23] 斯

托尔(Stohl)认为质量管理小组引入了新的沟通渠道,且带来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沟通网路;参与

质量管理小组的成员们普遍认同该形式带来了更好的组织沟通氛围,增强了员工的组织身份认同

感,从而提高了组织凝聚力。[24]除此之外,伯曼和黑尔韦格(Berman & Hellweg)的研究发现,同那些

非参与者相比,质量管理小组赋予了组织成员跨越层级的沟通机会,组内参与者们对他们的上司满

意度更高。[25]

总的来说,相对于管理学、心理学研究,组织传播学者们从组织沟通过程入手,对组织参与的研

究更为微观,且跳脱了管理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开始从多个理论视角(包括解释学派和批判学

派)出发,剖析组织参与带来的结果和内在的原因。[26]

(五)组织中的社交媒体使用

社交媒体使用历来是新媒体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更是与社

交媒体使用息息相关。 目前国内对组织中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大致呈现以下特征:使用对象上,以
青少年、农民工、城市新移民、残疾人士等弱势群体或边缘化群体为主;[27-29] 理论框架上,使用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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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舆论研究、政治参与、社会资本等理论视角比较常见;[30-32] 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多以定量方法为

主,少部分质性研究则以深度访谈作为主要方法。 此外,相较于政治参与,组织参与中的社交媒体使

用研究相对较少,是同类型中较为冷门的研究取向。[33-35]从总体上看,学者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社交媒

体在组织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组织参与中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研究路径不

够成熟。
综上,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国外学者来说,国内学者对组织参与研究的关注度较低,少量相关文章

集中在管理学领域,而传播学领域从事组织传播研究的学者非常少,对组织参与的研究更是空白。
在国外已有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以量化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致力于探寻组织参与形式、组织参与

结果的影响因素。 基于此,本研究着眼于中国现阶段炙手可热的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从组织传播

的视角及解释学派的路径切入,试图通过参与式观察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从微观透视组织参与

中的沟通特征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

二、研究方法

结合文献综述内容,本研究给出如下概念框架:

图 1　 概念框架

如图 1 所示,本研究认为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受到组织架构、组织参与结果以及社

交媒体使用的影响,同时组织参与的表现会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影响参与的结果、组织架构以及组

织员工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 结合文献,本研究将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表现分为形式、
特征以及类型,对微观的沟通过程展开研究,探寻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一)研究问题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研究问题:
问题一: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架构特征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如何?
问题二: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形式及结果如何?
问题三: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中的决策过程如何?
问题四: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中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如何?
(二)研究对象选择

结合概念框架和研究问题,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 L,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业内一家比较成熟的媒体+资本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成员人数为 86 人。 5 年间,L 公

司经历了业务拓展、重心业务转移、商业模式变化、组织规模扩张等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必经之

路,且发展过程平稳,不存在因政策、投资等外力因素导致的非正常扩张,组织参与在公司发展的过

程中几乎无处不在。 且本文的第二作者在 L 公司大约有 2 年的实习经历,积攒了较多的人脉关系,
在获得田野准入权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资料的丰富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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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为了从微观视角透视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检视组织参与中的传播行为及社会媒体
使用,本研究将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 L 公司展开研究。

在数据收集上,本研究主要选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以及文件资料四种方法。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本文的第二作者以外电编辑实习生的身份进入 L 公司开展为期 5 个月的

参与式观察。 此前,本文的第二作者在 L 公司有过近两年的实习经历,对 L 公司组织架构、业务方向

等系统性特质有了深入的了解,积累了较为广泛的人脉,因此在以实习生身份进入田野并开展研究

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过多的人为阻碍与困难。 结合田野(L 公司)的具体运营情况,本研究的参与式

观察分为线下和线上两个部分,其中线下部分是本文的第二作者在 L 公司武汉分部的实习经历,线
上过程则是在得到 L 公司创始人允许的前提下,本文的第二作者以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的身份加

入了 L 公司各个职能部门、站点,共计 21 个线上微信群、2 个 QQ 群、1 个钉钉群、1 个企业邮箱群。
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亦采用了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收集数据,并搜集保存了 L 公司员工手

册、记者培训手册、记者月工作总结、钉钉周报、会议总结 PPT、人员分工安排、企业晋升通知等与组

织参与、组织决策紧密相关的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为理解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问题

提供了丰富且一手的数据。
在数据分析上,主要采用了分析性备忘录和主题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 通过对田

野笔记和所收集数据的不断分析与思考,本研究得出了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的相关特征与

结论。

三、研究发现

L 公司的定位是一家科技创业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一家发展历史为 5 年的小型互联网创业公
司,截至本研究论文完稿前共有员工 86 人。 2013 年 J 先生和 Y 先生联合注册创办了 L 科技有限公

司,同年 2 月,网站正式上线,3 月完成天使轮融资。 2015 年 L 公在成都、杭州、西安、上海、武汉、深
圳、厦门等地设立分站,此外增设 4 个微信公众号、1 个新浪官方微博、1 个新闻阅读应用,年底完成

A 轮融资。 2016 年,L 公司被评为国内十大新锐科技媒体,积攒了一定的媒体口碑。 L 公司开始由最

初单纯的媒体公司转型为全方位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服务平台,主营业务也从创业项目报道升级为行

业深度报道、创业公司评估、风险投资顾问以及孵化器等投资相关业务。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L 公

司成都站率先搭建了创业项目孵化器。 2017 年借助各类活动造势,L 公司完成了第二次业务转型,
将整体工作重心从媒体转移到投资,成立 L 资本。 2018 年 L 财经上线,紧扣区块链风口,试图在新一

轮创业浪潮中完成进一步的资本扩张。 L 公司业务范围主要有投融资业务、媒体业务、PR 增值业务

及线下创投活动。 主要品牌活动有创业公开课(包含线上线下两种)、垂直领域沙龙、创业路演、投资

人说、互联网创业峰会系列、CEO 峰会、互联网领域科技论坛等。
为了深入地了解国内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情况,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本文的

第二作者以 L 公司内容部门外电编辑实习生的身份进入田野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前后

两轮共计 19 次深度访谈,组织了 2 次焦点小组讨论,收集 L 公司内部文件资料共计 49 份。 以下分

别从 L 公司概况、L 公司组织架构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L 公司组织参与形式及结果、L 公司组织参

与中的决策过程、L 公司组织参与中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共四个方面对本研究发现

展开介绍。
(一)L 公司组织架构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

组织架构会从多个层面对组织参与产生影响,不同的组织架构在影响力度上存在差异。 结合对
L 公司的研究,以下从 L 公司的组织架构以及对组织参与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入手,对相关研究结

论展开介绍。
1. 职能+区域+虚拟的多重组织架构

类似于 L 公司这类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出于业务扩张、融资估值、人力成本等多个因素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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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设立分站点。 分站点的设立将职能架构拆分开来,同一职能部门的员工分属

于不同的区域。 为了方便管理,企业会在职能组织架构之外设置以区域划分的区域组织架构。 除此

之外,由于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在组织工作中对社交媒体、线上办公软件的重度依赖,一个不同于线

下职能、区域组织架构员工分层的虚拟组织架构也随之出现。 因此在组织架构上,L 公司呈现出区

域+职能+虚拟的多重组织架构特征。
(1)职能组织架构

本文通过对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文件资料的结果分析,现将 L 公司组织架构总结如下,如图

2 所示。

图 2　 L 公司职能组织架构示意图

从上图不难看出,L 公司创始人 J 和联合创始人 Y 先生对整个公司的六个部门都具有管理权和

决定权,但是在具体分工上各有侧重。 六大职能部门除内容部门由 Y 先生直接负责外,其他五个部

门均另设负责经理,分管该部门工作。
(2)区域组织架构

和很多同类型互联网创业公司一样,在全国各地设立分站是加速扩张的重要步骤之一,因此按

区域划分的组织架构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一大特色。 图 3 总结了 L 公司的区域组织架构。
如图 3 所示,L 公司 86 名员工分布在 9 个不同的站点之中,每个站点设有站长,区域设有片区总

监,构成了职能组织架构之外的区域组织架构。 9 个站点内的员工分散承担了职能组织架构中的六

大部门,其中北京总站内包含除技术之外的其他五种职能工种,而整个 L 公司的技术部门设立在成

都,这种安排其实和市场人力资源价格有关。
(3)虚拟组织架构

通过对 L 公司的田野研究,本文发现由于小型互联网企业在组织工作中对社交媒体及线上办公

软件的重度依赖,一种存在于线上的虚拟组织架构随之出现。 这种虚拟的组织架构形式多变,活动

性强,处在同一线上组织中的员工拥有不同于线下组织中的话语权、甚至是个人的组织形象呈现。
且这种虚拟的组织架构并非由公司管理层制定,也无明确表征,类似于一张“潜网”。

同一组织内会存在不同的虚拟组织架构,而决定员工处在架构中何种位置的因素通常是员工线

上组织参与的技巧、话语表达以及社交媒体使用习惯。 因此,员工可通过积极的线上参与提升自己

在虚拟组织架构中的话语权和结构位置。 总的来说,相对于职能组织架构和区域组织架构,虚拟组

织架构的存在赋予了组织架构更多的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组织成员在组织参与中的积极

性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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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 公司区域组织架构示意图

2. 组织架构特征对组织参与的影响

综上所说,类似于 L 公司这样的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在组织架构上表现出职能+区域+虚拟的多

重特征,这一特征对组织参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首先,多重组织架构会带来多元化的组织参与形式,丰富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企业文化氛围。

相对于传统公司冗杂、迟滞的体制,多重组织架构会借助多元化、高频率的组织参与提高企业生产效

率。 其次,在职能+区域+虚拟的多重组织架构之下,员工在组织内不同架构中拥有不同的组织位置

和话语权,复杂的组织身份为员工深层浸入组织、参与组织决策增加了难度。 例如,在职能组织架构

中的员工既需要参与所属职能部门的组织活动及决策安排,又需要参与到区域组织结构中的组织活

动之中,此外还需要感受自己在虚拟组织架构中的位置和可能具有的话语权。 员工需要根据预判自

己在不同组织架构中的位置和话语权,并根据这种预判在不同形式的组织参与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意见。 此外,多重的组织架构赋予了员工不同的组织身份,理解自身的复杂身份对普通员工来说难

度较大,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员工的组织参与积极性。
总的来说,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多元化的组织架构特征使得组织参与有了更多样的选择,消解了

传统企业组织参与中的严肃性,为员工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但复杂的组织

架构亦会带来组织参与过程中身份、认知、话语权的混乱,为员工参与组织决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L 公司组织参与形式及结果

1. 组织参与形式

多元的组织架构形式会导致多元的组织参与形式,本研究发现 L 公司的组织参与形式主要有以

下三种,一是公司正面鼓励的参与式管理,二是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三是周期性正式工作

会议。
(1)被写进员工手册的“参与式管理”
L 公司员工手册中明确将“参与式管理”作为公司最主要的管理形式,同时在多份员工招聘启事

中都将“扁平化管理”作为 L 公司的组织特征。 在对 L 公司创始人 J 先生的深度访谈中,他提到:“我
从不把你们(L 公司员工)当员工来看,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我从刚开始做 L 公司的时候就告诉所有

员工,每一个人只要对公司管理、发展有建议,不用层层上报,直接微信我,提就行了。”在对 J 先生的

深度访谈中,他反复提到“越级上报”在 L 公司是被鼓励的行为,虽然区域管理体系设置了负责人和

管理层,但无论处在何种位置的员工(包括实习生)都可以主动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之中,为公司建言

献策。
然而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对其他员工的深度访谈,本文发现被创始人正面推崇的越级上报在 L 公

司的组织参与实践中是员工比较排斥的参与形式。 L 公司分管上海分站和杭州分站的 S 小姐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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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提到:“你要是提,你就是傻,虽说是参与式管理,但越级上报无疑是自取灭亡。 (笑)”正如她

所说,本研究亦没有发现普通员工通过越级提意见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案例。
总的来说,尽管 L 公司鼓励参与式管理,但由于具体的越级上报方式缺乏系统的规则,微信聊天

的形式需要员工在沟通技巧上花费精力,并且要衡量“越级上报”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尤其是对于新

员工来说,在对企业运营不了解的前提下,很难确保自己所提的意见是合适的,因此很少有普通员工

选择通过这一方式参与到企业管理中。
(2)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

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是 L 公司最主要的组织参与形式,这种组织参与形式充分利用了

多种社交软件及办公软件。 由于 L 公司的职能部门分散各地,每个职能部门又有不同于分站站长的

分管经理,常常会出现同属一部门的员工从未见过面的情况,因此大部分工作讨论及安排都是通过

“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完成。
这种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通常形式为微信群组,L 公司的此类群组数量超过 30 个,可

分为“常设型”和“临时型”。 “常设型线上参与小组”即按职能部门划分的长期组群,同一职能部门

的员工都会参与到这个微信组群中,这一类型的参与小组通常氛围相对轻松。 外电编译组的普通员

工 H 先生在深度访谈中提到:“与其说我们是同事,不如说我们是网友,大家都没见过,但是天天都

要说一箩筐话。 可能恰恰是这种‘反正你也打不着我’的心态导致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自如,提意见

时脸皮也要厚一些,而对天天见面的站长,我反而没有这么皮(网络用语:意为调皮、活泼、放得开)
了。”正如他所说,线上参与小组内的员工在讨论工作安排时常常用一些戏谑的语言、表情包,普通员

工在表达意见时也会主动调侃管理层。 “临时型线上参与小组”则是指为了即将进行的活动跨职能

组成的线上参与小组,这类小组通常由创始人或高级管理层创建,为了特定的任务在特定时间内存

在。 这类参与小组中普通员工的话语表达比较正式,会提前斟酌好语句和意见再进行表达。 相较于

“常设型参与小组”,“临时型参与小组”决策的时间较短,效率较高。
(3)周期性正式工作会议

周期性正式工作会议通常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职能体系多采用线上 QQ 语音作为主要工作会

议形式,区域体系则以线下会议为主。 相较于线上参与小组,周期性正式工作会议的氛围比较严肃,
会议主持人均为公司创始人或高层管理者。

在 L 公司的正式工作会议中通常设有“轮流发言讨论”的环节,以求“给每一位员工平等的话语

权”。 但包括很多实习生、普通员工都比较反感这一环节。 武汉站普通记者 B 小姐在深度访谈中提

到:“我最害怕语音发言,我每次都先写好自己要提的意见和感受,斟酌半天,确保不显得很糊弄了事

又不会引起大家的分歧。”B 小姐提到的这种现象很常见,大家在工作之余讨论时也会认为“轮流发

言讨论”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走流程”。 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组织内员工,尤其是普通员工,既有参

与企业管理的愿望,但又会质疑自己的话语权、担心自己表达会影响“自我形象”。 这种矛盾的心态

让“轮流发言讨论”这一原本用以促进组织参与的手段变得无用起来。 但为了保持与公司创始人“维
护组织民主”同样的目标,又没有员工提议取消这一流程,于是出现了“管理层积极推动,员工却消极

对待”的现象。 相较于线上语音会议的严肃氛围,线下周期性正式会议相对轻松。 有时员工时间无

法协调(出外采访、出差等),各分站站长也会将线下会议转为线上。
2. 组织参与结果

组织参与的结果与组织参与中的传播行为息息相关,本研究从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对 L 公司的

组织参与结果展开介绍。
(1)个人层面:习得性组织参与技巧

2018 年 1 月 14 日晚上,本研究组织了一次线上焦点小组,参与人数为 7 人,其中 3 人为 L 公司

管理层,4 人为 L 公司普通员工,参与成员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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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1-14 焦点小组成员信息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S 小姐 女 27 华东区总监+上海站站长+外电编译组负责人

Z 先生 男 25 华中区总监+武汉站站长

S 先生 男 26 L 资本经理(北京站)

H 先生 男 25 外电编译组编辑(深圳站)

Z 小姐 女 25 12 垂直领域记者(成都站)

D 先生 男 24 人物报道记者(北京站、实习生)

L 小姐 女 23 人资部门招聘助理(北京站)

　 　

在这次焦点小组中,成员们围绕组织参与体验、组织参与程度、组织参与对自己的影响展开了讨

论。 通过对焦点小组讨论记录的分析,证实了组织参与体验在促进员工个人发展上的正向作用,但
具体程度受到员工个人特质的影响。 焦点小组成员 D 先生说:“互联网创业公司的速度远比传统企

业要快,我一年经历的事情可能是传统企业员工三年经历的事情,就算我没啥话语权,看多了猪跑我

也觉得我成长了。”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成员的赞同。
普通员工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在组织参与中的话语权较低,但认为组织参与行为本身能够使自己

获益,通过低程度的参与和组织参与过程对其他高参与程度员工的观察与学习,普通员工感受到了

自身阅历的增加。 在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中组织参与程度与组织参与个人层面结果之间的联系可

能没有想象中大,相对于组织参与中的实际决策影响力,普通员工更看重参与体验带来的个人成长。
与此同时焦点小组成员 S 小姐认为:“确实是这样的,我来了 L 公司三年了,参与了大大小小的

决策过程,但其实最终的决定还是得看老 Y 和老 J(公司创始人),尤其是和钱相关的,但我也逐渐知

道该怎么和他们沟通,怎么说才能曲线救国……(笑)”。 在以创始人为绝对政策制定者的小型互联

网创业公司中,即使是高管层,影响决策的能力也有限,但通过长期的组织参与经验,员工明确认识

到可以通过沟通技巧为自己争取利益,这种习得性的组织参与沟通技巧可以看作是组织参与在个人

层面为员工带来的直接正向结果,亦是员工在低组织参与前提下仍旧能感受到个人成长的关键

所在。
除此之外,经过焦点小组讨论,本研究发现不同性格、不同职能的员工在组织参与的积极性上存

在差异,个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员工对于组织参与的态度,从而影响组织参与给员工个人层面

带来的结果。 以人资部门助理 L 小姐为例,相较于内容部门、商务部门的员工来说,小型互联网创业

公司人资部门职工人数少、可参与的组织决策较少、影响决策能力较低,故这类员工对于组织参与缺

乏积极性,相应的就没有感受到组织参与在个人层面带来的正面结果。
总的来说,在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中,多样化、高频率的组织参与会给予员工习得性的组织参与

技巧,员工将这种技巧视为组织参与经验带给他们最直接的积极结果。 所谓习得性组织参与技巧,
是指员工在多次组织参与中观察总结的语言表达、决策结果预判技巧。 这种技巧以传播策略为主,
通过经验的归纳,员工会根据所处组织的氛围、架构、企业文化总结出一套适合该组织的习得性参与

技巧,而这种技巧也会成为员工日后提高组织参与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技能。 有了习得性参与技巧的

积累,即使员工未能直接参与,或未能获得符合自己利益及预期的决策结果,也不会感到过多的失

望,而是将参与过程作为自己得到的成长经验。
(2)组织层面:正面的组织参与结果

由于无法确切地对组织生产力进行统计,本研究在田野工作中将组织层面的生产力结果、组织

氛围概念化为组织员工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并认为员工积极性能够提升组织工作效率,从而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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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在工作积极性上,正面的组织参与体验会促进员工积极性,但组织参与中的失败体验也不会对

员工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 创业创新项目报道记者 P 小姐认为:“参与嘛,每天都要发生不知道多

少次,大部门都只是走个形式问问你的意见,真的能够凭一己之力影响决策的参与太少了,那要是每

一次失败的参与都影响你的工作积极性,你干脆别工作了,哪能那么玻璃心啊!”正如她所说,在小型

互联网创业公司中,员工组织参与的频率很高,未能影响组织参与决策或较低程度影响组织参与决

策的情况比较普遍,这种长期的参与体验使得员工对自身影响决策能力有比较客观的预估,因此失

败的组织参与体验在影响工作积极性上程度不深、持续周期较短。
因此,本研究发现在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中,无论成功或失败的组织参与都能对员工产生正向

的结果。 在正面的组织参与中,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鼓舞,产生了“主人”心态,工作起来更有干

劲。 在负面的组织参与中,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不会受到影响。 其中的原因在于,未能如愿的组织

参与能为员工在个人层面上带来正向的结果,因此员工认为即使这次自己的意见没有通过,但是自

己还是得到了参与能力的锻炼和技巧的提升。 且轻松、流动性大的组织氛围和组织架构使得员工对

于个别组织参与决策的结果并不在意。 在这种心态之下,无论组织参与的结果是否符合员工预期,
从组织层面上说,这一结果总体上是正面的。 简单来说,组织参与总是能提高员工积极性,从而为组

织带来更有效率的工作表现。
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创始人普遍鼓励员工参与到组织的各项活动、决策之中,并且试图营造出

“家人”般的组织文化及工作氛围。 但就笔者个人的参与式观察体验来看,这种试图通过“鼓励参与

从而提高组织凝聚力”的企业管理计划往往缺少相应的物质回报,而“洗脑式”的号召远不如物质回

报效果好。
在对商务部门员工 F 先生的深度访谈中,他认为:“家人不可能! 我妈会让我干活吗? 我妈会扣

我钱吗? 这个完全就是老 J(L 公司创始人)的梦想! 我是有参与感啊,他们是会问我的意见啊,但是

意见出现分歧时他们总是不清醒,最多算是朋友吧!”通过 F 的回答中不难看出,由于涉及利益分歧,
员工很难通过组织参与建立对企业的充分信任,组织参与在营造家庭式企业氛围的目标完成上效果

不大。 同时由于员工在组织参与中需要注意沟通技巧、斟酌语言表达,尤其是利益性决策的参与过

程,对于员工来说并不是像在家庭中的轻松体验,因此在员工福利待遇跟不上预期的小型创业公司

中,“看上去很美”的家人式组织参与并不可行。
(三)L 公司组织参与中的决策过程

决策是组织参与中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发现在以 L 公司为代表的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中,技术

性决策的频率超过利益性决策,且话语博弈更加尖锐。 员工参与到技术性决策中均以争取组织利

益、完成组织目标为目的,在技术手段和路线上展开讨论。 而利益性决策的参与则相对困难,且需要

更高标准的沟通技巧。 以下本研究将通过 L 公司两个具有典型性的组织参与决策过程为例,从微观

传播行为透视不同类型决策过程中的传播现象及特征。
1. 利益性决策:凭什么搜狐不算奖励?
2017 年 12 月 17 日发工资当天,外电编译组三位编辑(2 名正式员工,分别是深圳站 H 先生、上

海站 C 小姐,1 名实习生)发现当月的优秀稿件奖励没有正常下发,只发了普通工资。 所谓优秀稿件

奖励是指在主要网络平台阅读量超过 5 万+的稿件,这些稿件每篇会给相应的编辑 100 元奖励,外电

编译组负责人也会有额外的 50 元奖励。 此前,统计稿件阅读量的网络平台为搜狐科技频道、今日头

条以及 L 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三个主要平台,编辑每人每月会有 200 ~ 500 元不等的奖励。
发现当月没有奖励之后,三位编辑在微信群内@ 组长 S 小姐,S 小姐当即发来了一张邮件截图,

主编 Y 先生在邮件中指出:“什么时候都把搜狐的阅读量列入奖励范围啦? 搜狐的阅读数据很有水

分。”整个外电编译小组讨论认为可能是因为 11 月 15 日 ~ 12 月 15 日期间优秀稿件总数过多,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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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月的两倍之多,所以 Y 先生因不想支付奖金,故质疑阅读量平台范围。
S 小姐在微信群组中提到她认为:“如果 Y 先生觉得优秀稿件多了,我们可以将搜狐阅读量奖励

标准提高至 10 万加,但是没有必要将搜狐从考核指标中删去。”且多次提到 Y 先生这种“一刀切”的
决策“很过分”。 在和组内员工讨论了用词之后,S 小姐发送邮件给 Y 先生,建议以提高标准代替取

消搜狐阅读量考核指标。 没过多久,Y 先生回复邮件,却将话题转向到外电编译选题之上,批评 S 小

姐负责的外电编译小组选题质量下滑严重。
这一回复又在外电编译工作微信群中引起了员工的讨论,之前没有发言的 C 小姐表示:“算了,

也就几百块钱的事情,不给就不给吧,Y 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S 小姐认为:“这不是几百块钱的事

情,没有优秀稿件就会说我们选题质量不行,优秀稿件多了又说我们阅读量有水分,这是变着法子打

压我们积极性。”随后 S 小姐又给 Y 先生发了一封邮件,并通过搜索邮件往来记录,将 2016 年 8 月 Y
先生划定的优秀稿件阅读量统计平台(包括搜狐平台)邮件截图一并发给了 Y 先生。

截至 2018 年 2 月笔者结束田野工作,离开 L 公司,Y 先生也没有回复这封邮件。 事发后,外电编

译组成员并没有收到任何补发奖励,且从 2018 年 1 月开始默认搜狐科技不作为阅读量奖励平台。
在这一利益性决策的过程中,普通员工通过线上参与小组为高级管理层提供话语策略上的建

议,间接地参与了决策过程,并使用了一些过激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 直接参与者 S 小姐则通过

陈述性表达给出了详细的替代决策方案,并且附上充分的理由。 具有强决策影响力的公司创始人 Y
先生则对语言表达并不在意,而是通过“转移话题”的沟通技巧,直接忽略员工提出的替代决策方案,
改为其他业务的问责。

在这一过程中,话语权通过语言表达习惯清晰地显现出来,而普通员工甚至没有直接参与利益

性决策的机会,话语权只能通过参与小组间接表达。 决策的最后,Y 先生直接单方面终止了对话,以
“不答复”作为结束,而得之这一决策成为既成事实之后的员工和管理层也只能默认并执行。

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整个决策过程中员工组织参与的语言和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从开始的愤

怒和过激的语言表达转变为“算了”的陈述性表达,从积极参与、贡献计策转变为敌对、愤怒进而转变

为漠然、接受决策结果。 有趣的是,参与利益性决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诸如“没有积极性了、乱
弄弄吧”,也只停留在当下的参与过程中,尽管既得利益受到了影响,但员工并没有以消极的工作态

度做出对抗行为。
2. 技术性决策:你是站长吗?
2017 年 10 月 10 日,L 公司资本经理 S 先生在 L 公司大群(包含 86 名员工的总群)中推送了当

月未录入项目者的名单,并要求人资经理 Y 女士记录并进行相应的罚款。 项目录入要求内容部门的

记者在报道过创业项目之后,将项目具体情况录入至 L 公司资本数据库。 该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帮助 L 资本寻找业务对象,为了督促记者录入项目,这一工作也与现金奖惩挂钩。 这一决策属于 L
资本参与制定的技术性决策,间接地影响到员工利益。

名单发布之后,未录入项目者人物报道记者 Z 先生(所属分站为西安站)在 L 公司大群里@ 资本

经理 S 先生,称自己未录入的项目是作废项目,建议他“搞搞清楚再说话”。 S 先生回应称该项目并

非作废项目,相关稿件仍在官网上可正常阅读,“你让我搞清楚啥?”这时 Z 先生问道:“你是站长

吗?”S 先生回答称:“我是啥和你有什么关系? 把你该做的做好。” Z 先生反问道:“我没录入和你有

关系吗? 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操他人的心。” S 先生没有正面回应,直接在群里@ 内容部门总

编 Y 先生、创始人 J 先生,“请你们出来处理一下。”
这时,此前一直沉默未发言的 J 先生回应道:“Z 是负责后台项目录入的啊,你们不录入,瞎逼逼

啥? 这刚罚了款,又不长记性。”话音刚落,分管 Z 先生的西安站站长 W 先生(兼任西部区总监)对具

体项目的录入情况和问题分歧原因进行了解释。 S 先生接着说道:“我不管内容团队怎么协调的,我
会坚持把后台录入这件事监督下去并坚决落实罚款。 任何人别给我找事,我不会惯任何人的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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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总编 Y 先生接着说道:“Z,请你一会私信我。”
由于这次“你是站长吗?”事件全程发生在 L 公司大群里,非涉事员工可以说是“看了一场大

戏”。 在这一案例中,由于 L 公司由职能、区域组成双重管理体系导致了组织结构混乱,分属不同站

点的员工间互相不熟悉,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普通员工在组织参与中顾忌较少,直接询问矛盾方

身份,这种情况在传统企业中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由于组织信息更新不及时、组织架构不透明导致

的信息闭塞,无意中赋予普通员工在技术性决策参与过程中的话语权扩散。
除此之外,相较于利益性决策,技术性决策的参与过程有更多的话语表达空间,员工在参与这一

类型的决策时更倾向于据理力争,对于语言表达、沟通技巧的考虑相对较少。 通过这一典型事件,本
研究发现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员工在个性表达上顾虑较少,这一点可能也与 L 公司提倡的“参与

式管理”氛围有关,但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的 J 先生(L 公司创始人)在此次事件中却直接询问员工“瞎
逼逼啥”。

(四)L 公司组织参与中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

社交媒体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传播的必备工具,线上工作亦是企业工作的主要形式,即
使在同一个场所办公的同事之间也会选择社交媒体进行沟通。 重度的社交媒体使用依赖会对小型

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带来以下影响。
1. 组织参与正式性的消解

高频率的社交媒体使用模糊了员工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组织参与的
正式性和规范性,尤其是在基于职能任务的常设型线上参与小组中,跨区域员工之间兼具了同事和

网友的双重身份,这种现象导致了线上虚拟组织架构的出现,活跃了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

的氛围。 其中,表情包的使用是活跃线上虚拟组织氛围的重要手段之一,员工自生产的、与组织内成

员相关的表情包使用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中的有趣现象。 员工可通过同样的表情包表

现出不同的意义,在组织参与中借助这种轻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以 L 公司为例,员工在线上虚拟组织中常常会使用这一类型的员工自生产表情包来活跃企业气

氛,尤其是在组织参与的过程中,员工会视情况而定,发出表情包达到自己期望的沟通目的。 图 4 展

示了 L 公司组织参与决策过程中常用的一个表情包,该表情包由 L 公司创始人 J 先生和“撸起袖子!
加油干!”标语组成。

外电编译小组编辑 H 先生在深度访谈中说道:“你知道吗? 这个表情包大有用处,只要你感觉到

自己的意见是不可能通过的时候,那么千万别继续挣扎了,直接丢一个这个表情包,表达一下你自己

的工作热情。”通过 H 先生的回答可以看出,员工在组织参与过程中预测到可能会出现矛盾分歧时,
会通过表情包等一系列社交媒体自带的娱乐属性工具缓解紧张的氛围,这种员工自生产的表情包成

为员工塑造自我形象、缓解组织参与矛盾的重要工具。

图 4　 L 公司创始人表情包(论文中使用已获当事人授权)

·66· 　 2018 年第 3 期



2. 组织参与中话语权体系的重构

除了正式性的消解,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在有些时候重构了组织参与中的话语权体系。 以本文

第二作者所在的外电编译小组为例,虽然两位编辑都是同样的员工组织身份,但是在这种线上虚拟

组织中,外电编译小组编辑 H 先生的话语权和组织参与决策影响力远高于 C 小姐。 造成这种组织架

构重构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员工个人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及能力,对社交媒体的熟练使用和群组氛围

的掌控能力提升了员工在线上参与小组中的话语权,“会说”的员工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而这种与

沟通技巧、社交媒体使用技巧直接挂钩的传播能力也直接影响员工在组织内的个人形象。
社交媒体使用技巧和沟通策略带来的话语权重构,赋予了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中的更

多可能性,多变的话语权体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员工的组织参与积极性。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在于,员工在组织参与体验中发现,自己通过努力提升社交媒体使用技巧就能够在组织参与中获得

更多的话语权,并得到与之相应的线上虚拟结构的地位提升。 这样一来,员工就会主动选择去提高

自己的参与技巧,从而提升组织内员工在组织参与中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
3. 身份认知混乱导致的组织参与矛盾

模糊了工作、生活界限的社交媒体使用使得员工在身份认知上存在混乱,尤其是刚入职员工需

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精力才能弄清楚虚拟组织中的关系网络。 而过分依赖于线上的组织参与决策会

在整个公司的传达和执行上产生矛盾,以之前提到的“你是站长吗?”为例,人物报道记者 Z 先生由于

没有弄清线下的组织架构,错误地理解了 L 资本经理 S 的身份造成了组织参与决策中的激烈矛盾和

分歧。
与此同时,过分依赖社交媒体的组织管理模式会带来组织参与信息的不透明,从而影响组织参

与的结果,导致组织参与的矛盾。 且社交媒体本身的多元化也会导致员工在工作使用上的混乱,QQ
群、微信群、钉钉群(阿里旗下办公软件)、邮箱群,每一个渠道都可以成为工作平台,但究竟该在何种

平台上进行何种组织参与的表达,成为员工入职之后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

四、讨论与建议

组织参与、组织决策是组织传播的重要形式,也是组织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经过在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 L 中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田野研究工作,通过参与式

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文件资料等四种主要的质性研究数据搜集方法,以及分析性备忘录、主题

分析两种质性研究数据分析方法,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对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展开了深入

的研究与分析。 从组织架构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组织参与形式及结果、组织参与中的决策过程以

及组织参与中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着重分析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

参与中的微观传播过程及各个理论概念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扎根于丰富的质性数据,从组

织传播的视角检视了中国创业浪潮生力军———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的现状及表征。
现将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在组织架构特征及对组织参与的影响方面: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在组织架构上表现出职能+区

域+虚拟的多重特征,对组织参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多元化的组织参与形式,员工深层

浸入组织参与难度的增加,以及相对轻松、民主的组织参与氛围的形成。
在组织参与形式方面: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公司正面鼓励的

参与式管理,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周期性正式工作会议。 其中,在实际的组织参与实践

中,参与式管理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对员工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参与技巧要求过高。 而基于职能

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则赋予员工更多的话语权和自由度,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最主要的组织参与

形式。 相较于前两者,周期性正式工作会议通常以口头传播辅以文件资料的形式举行,在这类会议

中领导层会赋予每位员工民主的参与机会,但对于这种正式、严肃的形式,普通员工会出于对自我能

力的不信任而消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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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参与结果方面:习得性组织参与技巧是组织参与带给员工个人层面最直接的积极结果,
通过经验的归纳,员工会根据所处组织的氛围、架构、企业文化总结出一套适合该组织的习得性参与

技巧,这种技巧也会成为员工日后提高组织参与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技能。 在组织层面,本研究认为

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具有恒正向的结果,无论成功或失败的组织参与体验都能够提升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推动组织生产力效率。
在组织参与中的决策过程方面: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中的决策类型可根据决策目的分

为技术性决策和利益性决策,其中技术性决策的频率超过利益性决策,技术性决策中的话语博弈更

加尖锐。 由于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中流动性极强的组织架构特征,无论处在何种层次的员工都愿意

就技术性问题提出自己的合理意见,而利益性决策的参与则相对困难,且需要更高标准的沟通技巧。
员工在参与利益性决策中自觉地认为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委婉地争取个人利益,在微观的传播过程

中,普通员工会通过“摆事实、给证据、讲道理”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管理层,尤其是以创始人为主的

领导层则会在沟通技巧上通过转移话题来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社交媒体使用特征及影响方面:社交媒体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传播的必需品,高频率

且多元化的社交媒体使用对组织参与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种。 首先,社交媒体使用消解了组织参与

的正式性,尤其是在基于职能任务的常设型线上参与小组中,跨区域员工之间兼具了同事和网友的

双重身份,这种现象使得组织参与的氛围变得轻松起来。 其次,社交媒体使用重构了组织参与中的

话语权体系,这种被解构再重构的话语权体系赋予了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组织参与中的更多可能

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员工组织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社交媒体使用带来的身份认知混乱可能

会带来组织参与中的矛盾。 模糊了工作、生活界限的社交媒体使用使得员工在身份认知上存在混

乱,尤其是刚入职员工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精力才能弄清楚虚拟组织中的关系网络。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为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复杂的组织架构特征能够促进组织参与形式的多样化,调动员工组

织参与积极性,拓宽员工组织参与渠道,但过于复杂的组织架构会引发员工组织身份认知的困难,员
工需要花费时间来认知、区分多重组织架构,以及自己在不同组织架构中的组织身份及话语权地位。
除此之外,过于复杂的组织架构会带来组织参与决策过程中的矛盾以及管理政策执行中的矛盾。 因

此,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可以有意识地对企业职能组织架构和区域组织架构中重复矛盾的地方进行

完善,同时减少管理层人数。 企业还可以在员工培训的过程中帮助员工了解组织架构,同时及时更

新组织架构中的人员变动。 组织架构信息的清晰化和透明化有助于员工积极参与到组织活动与决

策之中,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管理的规范化。
第二,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鼓励员工参与到管理之中,力求赋予每一个组织身份的员工以平等

的组织参与权利。 但这种期望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缺乏相关制度的保障,从而导致了员工在参与式

管理中的恐惧以及担忧心理。 因此,本研究建议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在提倡扁平化管理的同时,完
善员工跨组织架构参与式管理的相关制度和利益保障机制。

第三,话语表达和沟通技巧是影响员工组织参与决策能力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话语表达技巧会

带来不同的决策结果,甚至影响到组织员工在组织中的个人形象。 因此,本研究建议员工主动学习

组织参与中的沟通技巧及话语表达,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则可以组织相关的培训课程,提高员工的

组织参与能力。
最后,无论组织参与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个人层面上能给予员工习得性的组织参与技巧,

在组织层面上能提高员工组织参与积极性,带来积极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建议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

能够赋予员工更多的组织参与机会,通过参与制度的完善,充分发挥组织参与的优势。 此外,组织参

与中的社交媒体使用能够消解传统参与中的正式性,为组织营造轻松的参与氛围。 因此,本研究建

议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可以多鼓励线上的组织参与形式,并有意识地完善线上组织参与形式中的不

规范行为,结合社交媒体在建立轻松关系上的优势,最大程度地提高组织生产效率,帮助组织成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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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营造更加轻松民主的组织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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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rtual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of a Small Internet Start-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Xu Kaibin,He Yuyi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Small Internet start-ups are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wav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d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of small Internet
start-ups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theme analysis and other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found that small Internet start-ups have multipl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including functional structure,re-
gional structure and virtual structure,which result in a relaxe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nline participation
group based on functional task is the main form of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small start-up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decisions in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technical decision and interest decision. From a
personal level,the acquisition of skills is the most direct positive result of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from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perpetually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Small Internet start-ups have a high frequency of social media usage,so the formal nature of or-
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is eliminated,and the system of discourse power is reconstructed. However,the po-
tential identity confusion also leads to the conflict in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this study suggests small Internet start-ups clarify complex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improve the rel-
evant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and organize participation skills training activities.

Key Words: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small Internet start-ups;social
media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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